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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認知對台灣青少年網路危險行為和 

偏差行為之影響：多重中介模式檢定 

王乃琳、石泱* 

實踐大學社會工作學系 

本研究主要探討青少年法律認知對其網路危險行為和偏差行為的影響，並以青少

年對兒童及少年法律認知、其他法律認知作為自變項，網路危險行為和偏差行為作為

依變項，與父母聊天時間、每天上網時間、最近一週運動時間、過去一年參加志願 

服務時間為中介變項。研究資料取自 2017 年新北市兒童及少年生活狀況與福利需求 

調查中少年部分問卷的原始資料，共 2,020份問卷，採用結構方程模型進行資料分析。

研究結果顯示：青少年對兒童及少年法律認知、對其他法律認知、與父母每天聊天 

時間、每天上網時間、過去一年參加志願服務時間都會影響網路危險行為，對其他 

法律認知、上網時間、運動天數則會影響偏差行為。在多重中介模型分析上，僅有與

父母聊天時間具有顯著中介效果，研究者據此提出結論與建議。 

關鍵詞：青少年；網路危險行為；偏差行為；社會鍵理論 

緒 論 

隨着社會變遷，青少年問題亦愈來愈複雜。根據衞生福利部（2019）《兒童及 

少年生活狀況調查報告》顯示，青少年最常發生的偏差行為以喝酒最多（30.6%）， 

其次是用粗話侮辱同學（25.9%）、考試作弊（18.6%）、瀏覽色情網站（14.4%），

青少年的偏差行為已從現實情境轉換至虛擬的網路世界。面對時代變遷，我們應了解

不同行為的影響因子是否有所差異。 

青少年時期是人生重要的發展階段，他們的網路使用行為和偏差行為一直是相關

領域研究人員特別關注的焦點（Chassin et al., 1988）。由於科技快速進步，青少年的

活動還包含了許多網路活動，而 Hirschi（1969）的社會鍵理論（social bond theory）是

最常用來解釋青少年偏差行為的理論；它指出青少年高度參與符合社會期待的傳統 

活動時，會減少發生偏差行為的可能性。有鑑於此，本研究嘗試檢驗多項「符合（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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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符合）社會期待的活動」對青少年網路危險行為和偏差行為的影響，期望研究成果

能為青少年處遇和輔導提供參考。 

法律認知對青少年的影響 

社會鍵理論假設個人從事偏差行為的動機是要維持在一個相對恆定的狀態；亦即

是說，人們未滿足的需求和慾望會激發偏差行為的產生，因為這些偏差行為通常是 

滿足慾望的權宜之計（Yin et al., 1999）。為了實現這些「有價值目標」的自然衝動，

大部分人都有能力採取這樣的行動（Agnew, 1993; Cullen & Agnew, 1998）。傳統的 

社會規範和信念限制了人們不從眾的衝動，該理論將個人描繪成理性的行動者，人們

會權衡和評估偏離社會規範的相關成本效益（Elliott et al., 1985; Trinkner & Cohn,  

2014）。當社會控制很弱或不存在時，與社會傳統規範連繫較弱的人就更有可能從事

偏差行為（Hirschi, 1969）；相反，假如人們與傳統社會規範和信念連結得非常牢固，

傳統規範和信念降低了偏差行為發生的可能性，這一維繫的要素稱之為社會鍵（social 

bonds）。 

Hirschi（1969）將社會鍵概念化為四個要素，包括：依附（attachment）、承諾

（commitment）、參與（involvement）和信念（belief）。依附是指與父母、朋友及 

學校的連結，個人對這些的依附程度較高時，他們犯罪的機會便較少；承諾是指個人

在日常生活中願意對事情作出承擔和努力，當個人的奉獻程度較高，他們犯罪的機會

便較少；參與是指個人對非違法行為的投入時間，當個人投入於非違法行為的時間較

多，便沒有時間和精力考慮和從事犯罪活動；信念是指相信公民社會共享的價值觀和

道德標準，當青少年內心深處對社會的道德規範或法律的尊嚴產生疑問時，他走上 

違法犯罪道路的可能性就會提高（Boda & Medve-Bálint, 2017; Fagan & Tyler, 2005）。 

社會鍵理論假設每個要素都會直接影響偏差行為的產生，以法律認知來說，強調

的是社會鍵中的「信念」，個人接受和遵守社會規則和價值觀的程度會遏止偏差行為

的衝動。換言之，社會鍵理論的基本前提是個人對於社會的依附、承諾、參與和信仰

愈鞏固，則發生偏差行為的機會愈低。由此觀之，法律認知可視為重要的信念，會 

影響青少年是否產生偏差行為（Baz Cores & Fernández-Molina, 2020）。 

父母親對青少年行為的影響 

社會鍵理論認為青少年缺乏與重要他人（包括身為榜樣的父母或老師、社區人士

等）的依附關係會導致偏差行為出現（Hirschi, 1969），當個人生命當中較親近的依附

關係被削弱或破壞時，青少年就更有可能出現偏差行為（Hirschi, 1998）。家庭互動是

人格發展中最重要的活動之一，家庭溫暖能促進父母與青少年在溝通過程中有適應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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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發展（Abar et al., 2014; Barber et al., 2005），而且溫馨的家庭互動能減少青少年的 

偏差行為（Benson & Buehler, 2012; Chung & Steinberg, 2006; Kapetanovic, Skoog, et al., 

2019）。家庭內部的正向關係、父母一致性的管教方式通常與青少年的偏差行為呈現

負相關（Fergusson & Horwood, 1999）。相反，較弱的父母支持通常會導致較高的犯罪

率（Kapetanovic, Bohlin, et al., 2020; Mak & Kinsella, 1996），而較多父母支持的青少年

即使與偏差同儕來往亦不易發生偏差行為（Ardelt & Day, 2002）。 

此外，與父母的溝通亦是影響青少年偏差行為的重要因素（Guilamo-Ramos et al., 

2006）。過去許多研究顯示，親子間的連結確實有助於減少青少年偏差行為的發生

（Hutchinson et al., 2003; Kapetanovic, Skoog, et al., 2019; Litrownik et al., 2000; Simons- 

Morton, 2002; Whitaker & Miller, 2000），但有研究認為父母對於青春期的青少年影響

力較弱（Darling & Hicks, 1982）。然而，父母對青少年的行為仍具有重要的影響力，

父母的監督和關心可以保護青少年免受網路危險活動的傷害（Livingstone, 2007; Mesch, 

2009），有父母監督的孩子在從事網路活動時較不會透露個人隱私資訊或與陌生人在

網路聊天（Media Awareness Network, 2005; Rosen et al., 2008），他們與非行青少年 

（源自日語ひこうしょうねん，即 juvenile delinquent）會表現出行為上的明顯差異

（Pettit et al., 2001; Svensson, 2000）。 

由此觀之，青少年與父母的互動對其是否產生網路危險行為和偏差行為有重要的

影響，而且可能存在中介影響效果，因而本研究將青少年與父母聊天時間視為第一個

中介變項。 

休閒活動、運動與青少年的行為 

青少年把生活中大部分時間都花在休閒活動上（Mahoney & Stattin, 2000），這些

休閒活動有着不同的樣貌，可能包括結構化的活動（如運動競技隊伍）和非結構化的

活動（如看電視、使用網路）。當青少年尋求刺激和挑戰的需求得不到適當的滿足時，

他們很有可能會出現偏差行為（Iso-Ahola & Crowley, 1991），但亦有研究發現青少年

參與休閒活動可能會減少偏差行為的出現，包括能夠有效安排青少年的休閒時間

（Osgood et al., 1996）、加強與有能力的同儕互動（Fletcher et al., 1997）、培養相關

的技能和興趣（Mahoney, 2000）、創造機會令青少年感覺到成就感或得到社會接受 

（Eder & Parker, 1987; Kinney, 1993）。不過，青少年休閒活動與偏差行為的關係仍 

存在許多爭論，青少年偏差行為的出現可能還有其他複雜的因素（Mahoney, 2000）。

休閒活動的性質亦會影響偏差行為（Maume & Parrish, 2021; Trainor et al., 2010），具

挑戰性或結合專注力的活動對青少年提供了最大的發展價值，亦令他們在成年後更加

活躍（Auhuber et al., 2019; Mäkelä et al., 2017）；充足的體育活動有益於身心健康

（Sygusch, 2005）。結構化活動通常具有明確的活動目標；而非結構化活動本身缺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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挑戰性且只具消遣性質，加上缺乏父母監督且沒有年長的人參加，會促使青少年出現

偏差行為（Bartko & Eccles, 2003; Caldwell & Darling, 1999）。 

社會鍵當中的「參與」會影響青少年的偏差行為，過去研究顯示非結構化的休閒

和運動行為對青少年可能產生不良影響，雖然許多研究結果尚有爭論，但可以確定的

是，青少年的休閒和運動與他們發生網路危險行為和偏差行為有重要的關聯，因而本

研究以青少年的上網時間和運動天數為第二和第三個中介變項。 

志願服務與青少年的行為 

志願服務是指自願幫助他人的無償活動（Ranapurwala et al., 2016），志願服務 

出於個人自願參與，可視為是社會鍵當中「承諾」的表現。過去研究指出，志願服務

能提高青少年的利社會行為和社會責任感（Reed et al., 2005），並增強自我價值感

（Raskoff & Sundeen, 1999）。志願服務亦能降低青少年出現偏差行為的可能，例如危

險的性行為（O’Donnell, Stueve, O’Donnell, et al., 2002）、暴力行為（O’Donnell, Stueve, 

San Doval, et al., 1999）等。另外，有研究發現青少年從事志願服務會減少犯罪行為

（Crean, 2012; Hoffman & Xu, 2002），由法院宣判接受志願服務取代監禁的罪犯亦會

降低其再次犯罪的可能（Andersen, 2015; Klement, 2015），因此從事志願服務活動可

視為青少年對社會的一種承諾。 

職是之故，參與志願服務可能會對青少年的網路危險行為和偏差行為產生影響，

本研究將青少年參與志工服務的時間視為第四個中介變項。 

青少年網路危險行為和偏差行為 

螢幕媒體（screen-based media）的使用對青少年的休閒活動有愈來愈大的影響，

近年來許多研究指出青少年使用電子媒體的時間顯著增加（Bucksch et al., 2016; 

Rideout et al., 2010），尤其是使用電腦和手機的時間愈來愈長（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2017），世界各國相關機構開始制訂指引和守則以避免青少年過度使用

網路媒體，並建議青少年每天使用網路的總量不超過 2 小時對其健康較有助益 

（Council on Communications and Media, 2016; Tremblay et al., 2011）。對青少年來說，

青春期是他們的社會關係強烈擴張的時期，這樣的社會關係質量與青少年本身的各種

行為結果有關（Giordano, 2003）。青少年與同儕的社會互動為其社交環境提供了一個

平台，青少年藉由網路媒體追求與同儕群體連結和擴展到未知的個人或群體，這樣的

環境可能使青少年面對更多風險（Mesch, 2009），高度頻繁使用網路會使他們有更高

的風險遭受霸凌、騷擾和性誘惑（Berson et al., 2002）。De Moor et al.（2008）認為 

青少年在網路上可能遇到三類風險，包括內容風險（content risk）、接觸風險（conta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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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isk）和商業風險（commercial risk）。內容風險是接觸有害內容的風險，研究指出 

青少年對網路上的訊息缺乏判斷能力（Valcke et al., 2011），而超過一半的青少年在 

上網時無意中瀏覽了色情網站（Mitchell et al., 2014）。接觸風險則是指在網路上透露

家庭地址或個人資訊，以及在危險的網路環境中聊天。商業風險是商業組織針對青少

年濫用其個人資訊並發送垃圾郵件。根據歐盟兒童網路使用（EU Kids Online）報告 

指出，青少年最常涉及的網路風險是內容風險和接觸風險，這些網路危險行為可能 

包括與陌生人聊天、網路霸凌、色情網站、個人資訊遭到濫用等（Livingstone & Haddon, 

2009）。 

在偏差行為方面，傳統規範（conventionality）的定義是個人及其所處群體或社會

之間的高度認同（Hollander & Willis, 1967），偏差行為則是「當一個人未能符合群體

的規範與期望時所發生的規則破壞」（Kaplan, 1980）。青春期是發生偏差行為的脆弱

階段，因為青少年正處於想要獨立於父母的規範並更加親近同儕，受到同伴的影響亦

更大（Chassin et al., 1988）。青少年喜愛冒險、嘗試或模仿成人行為、高度受同儕 

影響，使他們容易產生偏差行為，例如吸菸、飲酒和危險的性行為（Chassin et al.,  

1987）。「網路危險行為」常被視為輕度的偏差行為，而不算是真正的犯罪行為， 

這是「準合法行為」（quasi legal acts）而不構成嚴重的犯罪事實，但仍然是一種違反

社會規範或準則的行為（Selwyn, 2008）。然而，近期對於法律認知與青少年網路風險

行為關係的研究仍相當匱乏。Hirschi（1969）的社會鍵理論使我們了解依附、承諾、

參與、信念對青少年偏差行為的影響，本研究擬藉由社會鍵當中青少年對法律的認知

（信念）、與父母的互動關係（依附）、上網時間和運動天數（參與）、從事志願 

服務時間（承諾）等探討對青少年網路危險行為和偏差行為的影響，並以信念為自變

項，依附、參與和承諾為中介變項，網路危險行為和偏差行為為依變項，期能了解 

社會鍵理論在青少年網路危險行為和偏差行為當中的應用狀況。 

研究方法 

資料來源 

根據《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 13 條的規定：「主管機關應每四年對 

兒童及少年身心發展、社會參與、生活及需求現況進行調查、統計及分析，並公布 

結果」（衞生福利部，2021）。新北市政府為蒐集轄區內未滿 18 歲兒童及少年的生活 

狀況以作未來規劃福利政策的參考，於 2017 年 11 月至 12 月進行兒童及少年（以下 

簡稱「兒少」）生活狀況調查，透過分層隨機抽樣方法，12 歲至未滿 15 歲國中生 

共抽取有效樣本數 916 人，15 歲至未滿 18 歲高中（職）學生共抽取有效樣本數 1,063

人，而未就學少年由社工人員協助發放問卷共回收有效樣本數 52 人（新北市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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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總計本次調查共完成問卷 2,031 份，本研究刪除未完成作答的無效問卷， 

擷取其中完整回答的問卷共 2,020 份進行次級資料分析，其中包括女生 1,035 份 

（51.2%）、男生 985 份（48.8%）；若以年齡來看，12 歲至未滿 15 歲有 922 份（45.6%）、

15 歲至未滿 18 歲有 1,098 份（54.4%）。 

研究構面及變項界定 

依據前述文獻可知，青少年的法律認知會影響他們的網路危險行為和偏差行為。

本研究中「法律認知」是指青少年對於相關法律的認識和了解程度，Hirschi（1969）

的社會鍵理論認為青少年的法律認知（信念）會影響他們的行為表現，故本研究將以

與青少年有關的兩類法律認知為主，包括對兒少法律認知及其他法律認知兩部分， 

前者包含對《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兒童及少年性剝削防制條例》、 

《少年事件處理法》的認知程度，後者則是指對《性侵害犯罪防治法》、《家庭暴力

防治法》、《性騷擾防治法》的認知程度。上述 6 題的回答選項為「不知道」和「知

道」，各給予 0 和 1 分。 

在依變項上，「網路危險行為」是指青少年在網路上從事不恰當的行為。由於 

目前對於網路危險行為的測量並未有一套標準問題，本研究僅以下述 3 個問題測量： 

瀏覽註明未滿 18 歲不可進入的網站，下載未獲授權的音樂、影片或圖片等檔案，在 

網路上發表攻擊別人的言論。回答方式包括「從來沒有」、「很少這樣」、「有時這

樣」、「時常這樣」、「總是這樣」，各給予 1 至 5 分。「偏差行為」指青少年從事

不符合行為規範的行為，包括：參加幫派相關活動的經驗、參加幫派的經驗、吃檳榔

的經驗共 3 題，回答方式為「沒有」和「有」，分別給予 0 和 1 分。 

本研究有四個中介變項，包括父母聊天時間、上網時間、運動天數、志願服務 

天數，「父母聊天時間」是指與父母親（或主要照顧者）每天聊天的時間，回答方式

有「從不到 1 小時」、「1 至未滿 2 小時」、「2 至未滿 3 小時」、「3 至未滿 4 小時」、

「4 至未滿 5 小時」、「5 至未滿 6 小時」、「6 小時以上」，各給予 1 至 7 分。「上

網時間」是指每天平均上網時間，回答方式從「未滿 1 個小時」、「1 至未滿 4 小時」、

「4 至未滿 7 小時」、「7 至未滿 10 小時」、「10 至未滿 13 小時」、「13 至未滿 17

小時」、「17 至未滿 20 小時」、「20 小時以上」，各給予 1 至 8 分。「運動天數」

是指最近這一週的運動天數，回答方式為 1 至 7 天；「志願服務時間」指過去一年內

參與過志願服務活動、擔任志工的時間，回答方式包括「從未曾參與」、「未滿 8 小

時」、「8 至未滿 24 小時」、「24 至未滿 48 小時」、「48 至未滿 72 小時」、「72

小時以上」，各給予 1 至 6 分。以上各題回答情形詳見附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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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的研究架構如圖一所示，以兒少法律認知、其他法律認知為自變項，網路

危險行為、偏差行為為依變項，父母聊天時間、上網時間、運動天數、志工服務時間

為中介變項，依照研究架構擬定以下研究假設： 

H1： 青少年的兒少法律認知會影響與父母聊天時間、上網時間、運動天數、志工服務

時間。 

H2： 青少年的兒少法律認知會影響網路危險行為。 

H3： 青少年的兒少法律認知會影響偏差行為。 

H4： 青少年的其他法律認知會影響與父母聊天時間、上網時間、運動天數、志工服務

時間。 

H5： 青少年的其他法律認知會影響網路危險行為。 

H6： 青少年的其他法律認知會影響偏差行為。 

H7： 青少年與父母聊天時間、上網時間、運動天數、志工服務時間會影響網路危險 

行為。 

H8： 青少年與父母聊天時間、上網時間、運動天數、志工服務時間會影響偏差行為。 

H9： 兒少法律認知會透過與父母聊天時間、上網時間、運動天數、志工服務時間的 

中介作用影響網路危險行為。 

H10： 其他法律認知會透過與父母聊天時間、上網時間、運動天數、志工服務時間的 

中介作用影響網路危險行為。 

H11： 兒少法律認知會透過與父母聊天時間、上網時間、運動天數、志工服務時間的 

中介作用影響偏差行為。 

H12： 其他法律認知會透過與父母聊天時間、上網時間、運動天數、志工服務時間的 

中介作用影響偏差行為。 

圖一：研究架構 

 

 

 

 

 

 

 

 

 

 

父母聊天時間 

網路危險行為 兒少法律認知

上網時間 

運動天數 

偏差行為 其他法律認知 

志工服務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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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分析方法 

本研究以結構方程模型（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 SEM）進行資料分析。由 

前述文獻探討可知，青少年對兒少法律認知和其他法律認知會影響網路危險行為和 

偏差行為，而與父母聊天時間、上網時間、運動天數和志工服務時間於法律認知與 

網路危險行為和偏差行之間可能存在中介作用，此中介效果（mediating effect）的分析

應採用 SEM 較為恰當；再加上本研究模型中包含多個中介變項，故本研究採用 SEM

進行多重中介效果分析，同時透過 AMOS 25.0 統計軟體進行資料處理和分析。 

結果與討論 

測量模型檢驗 

SEM 由測量模型和結構模型組成，一般先進行測量模型檢驗再建立完整的結構 

模型，以確認資料與模型的相符程度（Kline, 2015）。測量模型是否存在違犯估計，

主要是以驗證性因素分析（confirmatory factor analysis, CFA）進行，檢驗違犯估計的

條件包括：不能有負的誤差變異數（EV）、標準化因素負荷量（SFL）不可以超過或

太接近 1、不能有太大的標準誤（SE）（黃芳銘，2006；Hair et al., 1998）。從表一可

知，本研究測量模型的誤差變異數（EV）介於 .004 至 .747，並沒有負的誤差變異數 

存在；標準化因素負荷量（SFL）大多在 .5 以上且並未超過 .95 的標準，而每個觀察

變數均達到 .001 的顯著水準；各題的標準誤（SE）介於 .014 至 .158，並未有太大的

標準誤出現。 

在組成信度（composite reliability, CR）方面，Hair et al.（1998）建議 CR 值在 .7

以上較為理想，表一顯示各構面的 CR 值介於 .634 至 .938。在平均變異數萃取量 

（average variance extracted, AVE）上，Khaleghinejad & Ziaaldini（2015）、Pirayesh & 

Pourrezay（2019）認為 .4 以上是可以接受的標準，表一中四個構面的 AVE 值介於 .370

至 .834，除網路危險行為未臻理想外，其餘皆符合標準。整體而言，藉由測量模型 

檢驗後發現本模型雖未完全達到標準，但仍屬可接受範圍。 

在區別效度（discriminant validity）檢驗上，判別方法為構面間的相關係數若小於

所對應構面 AVE 的平方根，表示不同構面間區隔性高，模型具有區別效度（Fornell & 

Larcker, 1981）。從表二可知，各構面 AVE 值的平方根（對角線粗體字）介於 .608 

至 .913，均大於對角線下方及左方各構面間的相關係數，顯示本研究構面的區別效度

極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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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潛在構面信度分析 

構面 測量變數 SFL t SE EV SMC CR AVE 

兒少法律認知 
      

.830 .620 

 
法規 1 .812 39.417*** .026 .028 .660   

 
法規 2 .758 36.371*** .034 .056 .574   

 
法規 3 .791 38.211*** .025 .028 .625 

  

其他法律認知 
      

.938 .834 

 
法規 4 .946 55.963*** .014 .004 .895   

 
法規 5 .847 46.819*** .015 .010 .718   

 
法規 6 .943 55.683*** .014 .004 .890 

  

網路危險行為 
      

.634 .370 

 
網路 1 .666 21.858*** .158 .747 .444   

 
網路 2 .653 21.632*** .149 .699 .427   

 
網路 3 .490 18.136*** .083 .355 .240   

偏差行為 
      

.759 .528 

 
偏差 1 .819 32.263*** .021 .012 .670 

  

 
偏差 2 .847 33.121*** .019 .008 .718   

 
偏差 3 .444 19.128*** .019 .027 .197   

*** p < .001 

註：測量變數內容詳見附錄。 

表二：構面的區別效度 

構面 項目數 1 2 3 4 

1. 兒少法律認知 3 .787 
   

2. 其他法律認知 3 .677 .913 
  

3. 網路危險行為 3 .019 –.058 .608 
 

4. 偏差行為 3 –.062 –.104 .222 .727 

平均數 
 

0.891 0.965 1.732 0.033 

標準差 
 

0.266 0.174 0.756 0.145 

 

模型配適度在應用 SEM 作理論模型的驗證時是必要條件，配適度愈好代表模型與

樣本愈接近。從表三可知，本研究建構的測量模型卡方值為 396.892，p 值小於 .000，

拒絕虛無假設。但由於卡方值大小易受到樣本數影響，故採用卡方值與自由度的比值

（Normed Chi-square, NC）來判別，本模型中 NC 值為 4.252，符合 Schumacker & Lomax

（2004）小於 5 的標準。在絕對配適指標上，GFI 和 AGFI 的值分別為 .978 和 .966，

符合 Henry & Stone（1994）大於 .90 的標準。RMR、RMSEA 的值分別為 .026 和 .040，

符合 Hu & Bentler（1999）、McDonald & Ho（2002）應低於 .08 的標準。在增值配適

指標上，Schumacker & Lomax（2004）、Hu & Bentler（1999）認為 NFI、NNFI、CFI、

RFI、IFI 值應大於 .90，本研究中各項數值介於 .956 至 .976，完全符合標準。精簡 



106 王乃琳、石泱 

配適指標中，PNFI、PGFI 值分別為 .702 和 .626，符合 Mulaik（2009）大於 .50 的 

標準；臨界樣本數（critical N, CN）為 600，符合 Hoelter（1983）應大於 200 的標準。

整體而言，本研究所建構的測量模型在潛在構面上僅網路危險行為的組成信度略低於

要求水準外，其餘三個潛在構面均符合要求，而經由驗證性因素分析，從組成信度、

區別效度和模型的配適度顯示，本研究所建構測量模型的內、外在品質均符合要求，

可以進一步做結構模型的分析，以驗證各潛在變數間的因果關係。各項配適度指標均

符合檢驗標準，模型配適度良好。 

表三：模型配適度檢定結果 

統計檢定量 檢驗標準 研究模型 
網路危險 

行為模型 

偏差行為 

模型 

絕對配適指標 χ2 愈小愈好 

（p ≧ α值） 

396.892 

（p = .000） 

262.619 

（p = .000） 

241.518 

（p = .000） 

χ2/df 1 至 5 之間 4.252* 4.863* 4.473* 

GFI > .90 .978* .981* .982* 

AGFI > .90 .966* .967* .970* 

RMR < .08 .026* .031* .028* 

RMSEA < .08 .040* .044* .041* 

增值配適指標 NFI > .90 .968* .973* .977* 

NNFI > .90 .966* .969* .974* 

CFI > .90 .975* .979* .982* 

RFI > .90 .956* .961* .967* 

IFI > .90 .976* .979* .982* 

精簡配適指標 PNFI > .50 .702* .674* .677* 

PGFI > .50 .626* .582* .583* 

CN >200 600* 555* 604* 

* 符合配適指標。 

結構模型檢驗 

由表四和圖二可見本研究結構方程式的路徑結果，其中兒少法律認知有顯著的 

路徑包括：兒少法律認知→父母聊天時間（β = –.075）、兒少法律認知→網路危險 

行為（β = .099）；其他法律認知有顯著的路徑包括：其他法律認知→父母聊天時間 

（β = .084）、其他法律認知→網路危險行為（β = –.115）、其他法律認知→偏差行為

（β = –.111）。另外在中介變項部分，有顯著的預測路徑包括：父母聊天時間→網路

危險行為（β = –.158）、上網時間→網路危險行為（β = .247）、上網時間→偏差行為

（β = .075），運動天數→偏差行為（β = .080），志工服務時間→網路危險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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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β = .098）。由以上分析可知，在自變項對中介變項部分，僅有兒少法律認知會影響

父母聊天時間，其他變項則不顯著；在自變項對依變項部分，兒少法律認知會直接影

響網路危險行為，但不會影響偏差行為，而其他法律認知則會同時影響網路危險行為

和偏差行為；在中介變項對依變項部分，與父母聊天時間會影響網路危險行為，上網

時間同時會影響網路危險行為和偏差行為，運動天數只會影響偏差行為，志工服務 

時間只會影響網路危險行為。換言之，研究假設 H2、H5、H6 均成立，H1、H4、H7、

H8 部分成立，但 H3 不成立。至於與父母聊天時間、上網時間、運動天數和志工服務 

時間的中介效果是否存在，則有待下節進一步驗證。 

表四：結構模型路徑係數分析 

路徑 未標準化係數 SE t 標準化係數 

兒少法律認知→父母聊天時間 –.438 .209 –2.095* –.075 

兒少法律認知→上網時間 –.072 .188 –0.385 –.014 

兒少法律認知→運動天數 .362 .275 1.315 .047 

兒少法律認知→志工服務時間 .171 .174 0.985 .035 

兒少法律認知→網路危險行為 .333 .146 2.286* .099 

兒少法律認知→偏差行為 .012 .026 0.473 .019 

其他法律認知→父母聊天時間 .631 .255 2.476* .084 

其他法律認知→上網時間 –.208 .229 –0.908 –.031 

其他法律認知→運動天數 –.651 .335 –1.944 –.066 

其他法律認知→志工服務時間 .074 .211 0.351 .012 

其他法律認知→網路危險行為 –.496 .178 –2.783** –.115 

其他法律認知→偏差行為 –.095 .032 –2.978** –.111 

父母聊天時間→網路危險行為 –.091 .016 –5.757*** –.158 

父母聊天時間→偏差行為 –.001 .003 –0.399 –.010 

上網時間→網路危險行為 .158 .018 8.744*** .247 

上網時間→偏差行為 .009 .003 3.068** .075 

運動天數→網路危險行為 –.019 .012 –1.572 –.042 

運動天數→偏差行為 .007 .002 3.280** .080 

志工服務時間→網路危險行為 .068 .019 3.627*** .098 

志工服務時間→偏差行為 –.001 .003 –0.162 –.004 

* p < .05; ** p < .01; *** p < .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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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結構模型路徑 

 

 

 

 

 

 

 

 

 

 

 

* p < .05; ** p < .01; *** p < .001 

註：圖中僅顯示顯著的路徑和標準化數值。 

中介效果分析 

本研究假設與父母聊天時間、上網時間、運動天數和志工服務時間在法律認知與

網路危險行為和偏差行為之間可能存在中介效果，這種分析屬於多重中介（multiple 

mediation）模型（Hayes, 2009），本研究參考 Preacher & Hayes（2008）的建議採用

Bootstrap 法藉由多次間接效果值的估算形成間接效果值的分配，並運用信賴區間的 

概念求出間接效果的信賴區間（包括 Bias Corrected 或 Percentile 的 95%信賴區間），

多數研究均建議採用 BC 的信賴區間即可，MacKinnon（2008）認為如果該信賴區間 

未包含 0 則中介效果顯著。Cheung & Lau（2008）、Lau & Cheung（2012）認為間接

效果值的 95%信賴區間内若包含 0 値（代表未顯著），表示無中介效果；間接效果値

的 95%信賴區間内若不包含 0（代表顯著），即表示有中介效果；進一步分析，若總 

效果値的 95%信賴區間内不包含 0 値（代表顯著），則存在部分中介效果。 

本研究首先分別成立網路危險行為和偏差行為兩個子模型，並進行模型配適度 

檢驗，檢驗結果如前面表三所示。在網路危險行為模型中，整體配適度上 χ2 = 262.619

（p = .000），NC = 4.863，在絕對配適指標、增值配適指標、精簡配適指標上均符合

要求；另外在偏差行為模型中，χ2 = 241.518（p = .000），NC = 4.473，該模型同樣在

絕對配適指標、增值配適指標、精簡配適指標上均符合要求，顯示網路危險行為模型

和偏差行為模型均具有良好的模型配適水準，可以繼續進行多重中介比較分析。 

透過 Bootstrapping 法 2,000 次分析後可以得到表五和表六的結果。在網路危險 

行為模型中，表五資料顯示兒少法律認知→父母聊天時間→網路危險行為的間接效果 

–.158*** 
–.075* 

.099* 

–.115** 

–.111** 

父母聊天時間 

網路危險行為 兒少法律認知

上網時間 

運動天數 

偏差行為 其他法律認知 

志工服務時間 

.084* 

.247*** 

.075** 

.098*** 

.080** 



法律認知對台灣青少年網路危險行為和偏差行為之影響 109 

表五：網路危險行為中介效果分析 

路 徑 估計值 
BC 95% 信賴區間 

假設檢定 
p BC 

間接效果     

兒少法律認知→父母聊天時間→網路危險行為 .012 .048 .000 至 .029 成立 

兒少法律認知→上網時間→網路危險行為 –.003 .656 –.019 至 .011 不成立 

兒少法律認知→運動天數→網路危險行為 –.002 .167 –.009 至 .001 不成立 

兒少法律認知→志工服務時間→網路危險行為 .003 .299 –.004 至 .012 不成立 

其他法律認知→父母聊天時間→網路危險行為 –.013 .015 –.027 至 –.003 成立 

其他法律認知→上網時間→網路危險行為 –.008 .376 –.031 至 .010 不成立 

其他法律認知→運動天數→網路危險行為 .003 .115 –.001 至 .012 不成立 

其他法律認知→志工服務時間→網路危險行為 .001 .663 –.005 至 .009 不成立 

直接效果 
    

兒少法律認知→網路危險行為 .097 .013 .021 至 .171 
 

其他法律認知→網路危險行為 –.112 .008 –.196 至 –.030 
 

總效果 
    

兒少法律認知→網路危險行為 .107 .011 .026 至 .183 
 

其他法律認知→網路危險行為 –.129 .002 –.218 至 –.042 
 

表六：偏差行為中介效果分析 

路 徑 估計值 
BC 95% 信賴區間 

假設檢定 
p BC 

間接效果     

兒少法律認知→父母聊天時間→偏差行為 .001 .574 –.003 至 .007 不成立 

兒少法律認知→上網時間→偏差行為 –.001 .537 –.007 至 .003 不成立 

兒少法律認知→運動天數→偏差行為 .004 .106 –.001 至 .013 不成立 

兒少法律認知→志工服務時間→偏差行為 .000 .682 –.003 至 .002 不成立 

其他法律認知→父母聊天時間→偏差行為 –.001 .643 –.006 至 .004 不成立 

其他法律認知→上網時間→偏差行為 –.002 .278 –.013 至 .002 不成立 

其他法律認知→運動天數→偏差行為 –.005 .054 –.017 至 .000 不成立 

其他法律認知→志工服務時間→偏差行為 .000 .675 –.003 至 .001 不成立 

直接效果 
    

兒少法律認知→偏差行為 .012 .688 –.072 至 .079 
 

其他法律認知→偏差行為 –.106 .037 –.213 至 –.007 
 

總效果 
    

兒少法律→偏差行為 .016 .631 –.069 至 .081 
 

其他法律→偏差行為 –.114 .021 –.225 至 –.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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値為 .012，Bias Corrected 的 95%信賴區間不包含 0、p 值小於 .05，顯示與父母聊天 

時間介於兒少法律認知與網路危險行為之間存在顯著中介效果。另外，其他法律認知

→父母聊天時間→網路危險行為的間接效果值為 –.013，Bias Corrected 95%信賴區間

不包含 0、p 值小於 .05，顯示父母聊天時間介於其他法律認知與網路危險行為之間 

存在顯著中介效果；若進一步分析父母聊天時間的中介作用情形，在兒少法律認知 

當中總效果為 .107，父母聊天時間的間接效果為 .012，間接效果佔總效果的比值為

11.2%，且總效果和直接效果均達到顯著水準，表示存在部分中介效果。在其他法律 

認知上，總效果為 –.129，父母聊天的間接效果為 –.013，間接效果佔總效果的比值為

10.1%，總效果和直接效果皆達顯著，亦存在部分中介效果。值得注意的是，兒少法律

認知對網路危險行為是正向的影響，而其他法律認知對網路危險行為則是負向的影響。

另外在表六的偏差行為模型中，四個中介變項的間接效果皆不顯著，顯示中介效果 

不存在。 

由以上分析可知，H9 兒少法律認知會透過與父母聊天時間的中介作用影響網路 

危險行為，H10 其他法律認知會透過與父母聊天時間的中介作用影響網路危險行為，

H9和 H10部分成立，但 H11和 H12均不成立，亦即法律認知（含兒少法律和其他法律）

對偏差行為間不存在中介效果。 

討 論 

由上述結果可知，青少年對於兒少法律的認知愈強，則會降低他們與父母聊天的

時間、增加網路危險行為發生的可能；青少年對於其他法律的認知愈強，則會增加 

他們與父母聊天的時間、減少網路危險行為和偏差行為的發生；而兒少法律和其他 

法律認知情形都不會影響青少年的上網時間、運動天數與志工服務時間。從 Hirschi

（1969）的社會鍵理論來看，「信念」會對「依附」產生影響，但不會對「參與」和

「承諾」發生作用，而不同的法律認知對父母依附關係、網路危險行為和偏差行為的

影響亦不一樣，增加青少年對其他法律的認知能夠降低網路危險行為和偏差行為，但

對兒少法律的認知則有可能提高網路危險行為的發生，但並不會對偏差行為產生作用，

亦即不同的法律信念對網路危險行為和偏差行為有差別影響。 

在中介效果部分，本研究四個中介變項對依變項各有不同的預測效果，青少年與

父母聊天的時間愈多會減少其發生網路危險行為，但卻無法減少偏差行為的產生。 

過去研究認為父母的支持和溝通能降低青少年的偏差行為在本研究中並未獲得支持，

反而支持 Darling & Hicks（1982）的研究結果，父母聊天時間並不會影響偏差行為，

而父母聊天時間可保護青少年免於在網路上遭受傷害亦與 Livingstone（2007）、Mesch

（2009）、Rosen et al.（2008）、Media Awareness Network（2005）的結果一致。其次，

本研究發現青少年上網時間愈多則會增加他們的網路危險行為和偏差行為，此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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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 Bartko & Eccles（2003）、Caldwell & Darling（1999）、Mahoney & Stattin（2000）、

Trainor et al.（2010）的結果一致。再者，本研究發現運動天數愈多會增加青少年偏差

行為的發生，而這些運動都是非結構化的競技類運動型態。此結果顯示當青少年尋求

刺激、挑戰和興奮的需求未獲滿足時，他們很有可能出現偏差行為（ Iso-Ahola & 

Crowley, 1991）。最後，本研究發現青少年的志工服務時間愈多愈容易發生網路危險

行為，但不會影響偏差行為，此結果並不支持「志願服務或社區服務能夠降低青少年

出現偏差行為」的論點。由此觀之，社會鍵當中的「依附」和「承諾」會影響網路 

危險行為，而「參與」較容易影響偏差行為。 

在中介模式的檢定上，本研究結果呈現兩組顯著的中介路徑，在「兒少法律認知

→父母聊天時間→網路危險行為」的路徑中，青少年的兒少法律認知愈強則他們與 

父母聊天的時間愈少，進而增加青少年的網路危險行為。此研究結果支持社會鍵理論

中「信念」對「依附」的影響，但「信念」並不會影響「參與」和「承諾」；亦即是

說，青少年愈了解兒少法律，與依附重要他人的情感（與父母聊天時間）呈現負向 

關係，但卻有可能提高網路危險行為。這是因為他們更了解自身權益，卻又更容易 

發生網路危險行為，此與 Vandebosch & Van Cleemput（2008）認為網路霸凌的加害人

都是熟悉法律規範或網路操作有類似的發現。另外在「其他法律認知→父母聊天時間

→網路危險行為」路徑中，本研究結果支持社會鍵理論中的「信念」對偏差行為的 

影響，青少年對於其他法律的認知愈強，他們可能會在意與重要他人的依附關係和 

社會規範，進而減少網路危險行為的發生。 

結論與限制 

結論與建議 

兒少法律認知會影響與父母聊天時間和網路危險行為 

本研究中兒少法律主要是指與青少年福利與權益相關的法規，研究顯示青少年對

兒少法規愈了解則愈不易與父母聊天，但卻愈容易產生網路危險行為。 

其他法律認知會影響與父母聊天時間、網路危險行為、偏差行為 

本研究結果顯示青少年對性侵害、性騷擾或家庭暴力相關的法律愈清楚，則發生

網路危險行為和偏差行為的可能性就愈低，顯示信念對於青少年的不良行為具有直接

的影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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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母聊天時間、上網時間、運動天數、志工服務時間影響效果不同 

本研究發現，與父母聊天時間、上網時間、志工服務時間都會影響網路危險行為，

其中與父母聊天時間愈少、上網時間和志工服務時間愈長，則發生網路危險行為的 

可能性愈高。另外，上網時間和運動天數都會正向影響青少年的偏差行為。由此可知，

上網時間對青少年不良行為的影響極大，而且社會鍵當中的「依附」和「承諾」較易

影響網路危險行為，而「參與」則較易影響偏差行為。 

父母聊天時間具有部分中介效果 

在本研究四個中介變項當中，僅有與父母聊天時間具有中介效果，此一中介作用

只存在於兒少法律認知、其他法律認知對網路危險行為上，至於對偏差行為不具中介

效果，顯示社會鍵中「信念」對「依附」關係具有中介作用，但「參與」和「承諾」

則無。 

信念、依附、參與、承諾對網路危險行為和偏差行為影響效果不同 

Hirschi（1969）的社會鍵理論認為，個人對於社會的依附、承諾、參與和信仰愈

鞏固，則發生偏差行為的機會愈低。本研究運用此一理論架構進行研究，發現信念、

依附、參與、承諾對青少年的網路危險行為和偏差行為有不同的影響效果。在信念 

因素上，青少年對其他法律的認知會影響網路危險行為和偏差行為，但對兒少法律的

認知則只會影響網路危險行為；在依附關係上，青少年與父母的依附關係會減少網路

危險行為的出現；在參與行為上，青少年的上網時間會影響網路危險行為和偏差行為，

而運動時間則會影響偏差行為的出現；在承諾因素上，青少年對志願服務的承諾會 

增加網路危險行為的可能性。整體而言，信念、依附和承諾都會影響青少年的網路 

危險行為，而信念和參與則只會影響青少年的偏差行為。網路危險行為和偏差行為的

影響因素各有不同，這兩種不良行為對青少年而言具有不同的意義，採用社會鍵理論

來解釋青少年的行為時應注意這四個因素具有不同的影響效果。 

研究限制 

本研究資料取自新北市的兒童及少年生活狀況與福利需求調查的原始資料，受限

於原始問卷題目，僅以兒少法律認知、其他法律認知、與父母聊天時間、上網時間、

運動天數、志工服務時間為變項，分析比較它們對於青少年網路危險行為和偏差行為

的影響。由於原始資料並非探討青少年的問題行為，在網路危險行為上採用 5 點量表

來測量，但在偏差行為上則僅用「有」和「無」來測量，缺乏一套標準化的測量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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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在運動變項上亦無法進一步區分所參加的是否結構性的運動項目，這都是受限於

使用次級資料之故。根據過去的研究顯示，在青少年階段中同儕是很重要的影響因子，

但該次調查中並未詢問同儕的相關問題，這是本研究存在的限制。建議未來的調查 

研究可考慮納入更多不同的社會、環境、同儕等因素，探討它們對青少年網路危險 

行為和偏差行為的影響，以更全面了解青少年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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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各構面和題目得分情形 

構面／題目 最小值 最大值 平均數 標準差 

兒少法規認知 0 1 0.89 0.27 

1. 《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 0 1 0.91 0.29 

2. 《兒童及少年性剝削防制條例》 0 1 0.85 0.36 

3. 《少年事件處理法》 0 1 0.92 0.27 

其他法規認知 0 1 0.96 0.17 

4. 《性侵害犯罪防治法》 0 1 0.96 0.19 

5. 《家庭暴力防治法》 0 1 0.96 0.18 

6. 《性騷擾防治法》 0 1 0.97 0.18 

與父母親（或主要照顧者）每天聊天時間 1 7 2.04 1.35 

每天平均花多少時間上網 1 8 2.46 1.21 

最近這一週內曾經運動的天數 0 7 2.70 1.77 

過去一年參與過志願服務活動、擔任志工的時間 1 6 1.74 1.12 

網路危險行為 1 5 1.73 0.76 

1. 瀏覽過註明未滿十八歲不可進入的網站 1 5 1.88 1.16 

2. 下載未獲授權的音樂、影片、或圖片等檔案 1 5 1.92 1.10 

3. 在網路上發表攻擊別人的言論 1 5 1.39 0.68 

偏差行為 0 1 0.03 0.14 

1. 參加幫派活動的相關經驗 0 1 0.04 0.19 

2. 參加幫派的經驗 0 1 0.03 0.17 

3. 吃檳榔的經驗 0 1 0.03 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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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mpact of Legal Cognition on Risky Online Behavior and  

Deviant Behavior of Adolescents in Taiwan: A Multiple Mediation Model 

Nai-Lin WANG & Yang SHIH 

 

Abstract 

This study explored the impact of legal cognition on risky online behavior and deviant 

behavior of adolescents in Taiwan. The independent variables of the analysis model were 

adolescents’ legal cognition, including the dimensions of “The Protection of Children and Youths 

Welfare and Rights Act” and other legal concepts. The dependent variables were risky online 

behavior and deviant behavior. The mediation variables included the time adolescents spent 

chatting with their parents per day, online time per day, exercising time in the past week, and 

volunteer services time in the past year. The raw data of this research was based on 2,020 

participants from the Survey of Children and Adolescents’ Living Conditions and Welfare Needs 

conducted by the New Taipei City government in 2017.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 was applied 

for statistical analysis. The results show that risky online behavior was affected by adolescents’ 

legal cognition in both dimensions and the time they spent chatting with their parents per day, 

online time per day, and volunteer services time in the past year. Deviant behavior was affected 

by cognition in other legal concepts, online time per day, and exercising time in the past week.  

A significant mediation effect was shown on the time adolescents spent chatting with their 

parents per day in the analysis of the multiple mediation model. Researchers have made 

conclusions and given suggestions according to the above results. 

Keywords: adolescents; risky online behavior; deviant behavior; social bond the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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